从敦煌和越南的民间文本看“俗文本文献学”的建立
刘玉珺
摘要：通过对敦煌写卷、越南汉喃抄本作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民间文本具有杂抄、瓦解定本书籍原有结构体例等文献特点。其中，文学性民间文本超出了古典文献学范畴的异文，大多源于口头传播过程中的增益和改篡；文本记录上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相同作品在功能上的差别，即作为书面文学作品与作为口头文学作品的差别。有鉴于此，我们可以提出“俗文本文献学”的概念。这一概念代表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方法。从书写方式的角度看，它可以称作“抄本文献学”；从功能的角度看，它也可以称作“音乐文学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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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初，随着敦煌藏经洞的打开，敦煌遗书这批特殊的文献资料得以重见天日。从文学的角度而言，敦煌遗书的特殊性在于容纳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失落了的品种和作品，而从传播方式而言，它的特殊性在于容纳了一大批完全不同于传统四部经典的、杂抄成书的民间文本。经过一个世纪的学术发展，敦煌遗书在文学、历史、语言、宗教、艺术等学科方面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发掘和利用，不仅导致了敦煌学这个国际性学科的建立，而且大大的修改了这些学科的传统描写。然而让人遗憾的是，这批以民间文本为主的文献资料，却没有能像促进其它学科一样，促进中国古典文献学的飞跃发展。究其原因，在许多研究者眼中，敦煌文献特殊的物质形态和传播方式往往被视作特例。现今，主流古典文献学所遵循的是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学术传统，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刊本为主要流通形式的四部经典文献，无疑其学术观念主要建立在印本书籍基础之上。而随着学术视野的扩大，我们发现在越南也保留了一批类似于敦煌写卷的汉文本，
使我们有机会对这两种民间文本进行一次比较研究，进而提出一些新的文献学认识，即主要关于“俗文本”——民间形态的文本或抄本形态的文本——的认识，并通过这些认识完善和修正已有的古典文献学理论。
一、民间文本的文献特点与学术意义
自从宋代印刷术广泛应用于书籍生产以后，正式的书籍成为了人们心目中最重要的知识传播的工具。“所谓正式的书籍，就是指用文字写在或印在具有一定形态的专用材料上以借人阅读为目的著作物”。〔1〕以这样的定义来看待书籍，那么民间文本就只能说是一种未具完全形态的书籍。它与正式书籍相比，具有如下特性：第一，二者在用途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民间文本以供个人诵读为主要目的，正式书籍以供他人阅读为主要目的。第二，民间文本不似正式书籍那样面貌整饬，往往具有形制短小、内容无定式的特点。徐俊先生曾经非常恰当的描述了敦煌诗歌写卷的文献特征：“除了少量的经典文献传钞本，敦煌诗歌写本的绝大多数是以个人诵读为功用的民间文本。这种民间文本，因为以钞写者个人阅读为目的，所以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流通。又因为受个人文学视野、认识程度和阅读兴趣的限制，作为社会下层普通读者群中文学传播载体的诗歌写本，大多表现出明显的偶然性和随机性特征。”〔2〕在越南流传的民间文本也表现出了相同的文献特性，如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的VHv.623号抄本，依次抄录了贺吊对联、“集翘”对联、范光璨的《方言赋》、河内尚德药房举办的赛诗会所作之诗、对联选、自叙体及杂咏的喃文文章、越南文的祭文与诗。不仅抄录的作品涉及多种文体，没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且作品还涉及汉、喃、越三种文字。
具有完整形态的印本书大多有一定的编辑体例、书名、目录、序跋、卷次等。民间文本却恰恰相反，它们不仅没有一定的结构体系，缺漏各种书籍要素，有的甚至连作品名、抄手名也没有留下。并且由于所抄录的作品完全取决于抄手的个人偏好，尽管在各抄本中会有相同的作品出现，却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本子。例如，在敦煌写卷中，《太公家教》是最多见的一种文献，至少占到了35个写卷；《织锦回文》及其喃文译作则是越南抄本中最常见的作品之一，也至少出现在14种抄本之中。但是抄录这些作品的文本没有一种是完全相同的。
有少数民间文本是以定本书籍为底本传抄而成的，这些抄本仍然保留了民间文本的特性，即习惯对底本作主观取舍，从而消解了原书的编辑体例和成书目的。这种情况可以称作“局部反映定本书籍”，是一种特殊的“未具完全形态的书籍”。若对流传于敦煌和越南的《昭明文选》作一比较，可以明了这两种“未具完全形态的书籍”的异同。今存于越南的《文选》是摘抄本，如VHv.974号抄本，抄手不详，其抄写的顺序为从卷十逆抄至卷四，然后又按卷十一、卷十二、卷十六、卷十五、卷一、卷二、卷三、卷十三、卷十四的先后顺序依次抄写，这些卷次并不是《文选》本身的卷次。抄本卷十抄录的是《文选》卷三十八张士然《为吴令谢询求为诸孙置守冢人表》、卷三十七陆士衡《谢平原内史表》、刘越石《劝进表》、卷三十八任彦升《为萧杨州作荐士表》、卷三十四曹植《七启》等内容，而且每一篇作品又只抄录其中的部分内容。如《谢平原内史表》选抄了“尘洗天波，谤絶众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显授符虎，使春枯之条更与秋兰垂芳，陆沈之羽复与翔鸿抚翼”；《劝进表》选抄了“社稷靡安，必将有以扶其危；黔首几絶，必将有以继其绪”等佳辞俪句。今见于敦煌写本的《文选》有十余种，每种抄写《文选》一书的部分篇章。例如，伯2527抄录了《文选》卷四十五的《东方曼倩》、扬子云《解嘲》；伯2525依次抄录了沈休文《恩幸传论》、班孟坚《史述赞述高纪》、《成纪》、《述韩英彭卢吴传》、范尉宗《光武纪赞》。可以说，越南本《文选》是对若干作品的局部反映，敦煌本《文选》则是对《文选》全书的局部反映。它们的共同点是用自由选择的态度面对定本《文选》，既瓦解了定本书籍的内容完整性，也瓦解了书籍的结构。
在各种特点之中，民间文本最重要的特点是杂抄，亦即罔顾古典文献学的书籍概念和分类概念，作即兴抄写。这样一来，在较富文学内容的俗文本中，便出现了一批介于别集与总集之间的书籍文体。“集”是一个根据正式书籍的物质形态而产生的文献学概念。人们为“集”溯源时，往往祖述到刘向父子的校书。姚振宗云：“别集始于何人，以余考之，亦始于刘中垒也。中垒《诗赋略》五篇，皆诸家赋集、诗歌集，固别集之权舆。”〔3〕而历来认为以集命名的个人别集出现于东汉。《隋书·经籍志》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4〕随着别集的发展，又出现了总集。《隋书·经籍志》又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别集和总集产生后，迅速成为文学作品流传的主流物质形式，并在目录学上取得了相应的地位。梁阮孝绪编撰《七录》设立了《文集录》，并云：“窃以顷世文词中，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5〕《隋书·经籍志》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集部又分楚辞、别集、总集类。至此，“集”在图书当中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集的出现使文学典籍的形式走向了定型，而印刷术的推广则为这种定型提供了必要的生产技术的支持，“集”也几乎成为了文学典籍的代名词。然而通过越南和敦煌的民间抄本，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作品除了别集和总集两种流传形式以外，更多的是以一些部类不居、没有编辑体例的杂抄本在民间广为传播。它们既不属于别集，也不属于总集，却又兼具两者的部分文献特征。比如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VNb.3、VHv.1453等抄本，均以阮秉谦（1491—1585）的诗作为主体，同时又杂抄了喃文《太平歌》、《程国公记》、《冯尚书记》、《老园稔语歌》等其它作品。又如敦煌伯2492与俄藏Дx.3865拼合卷，其主要内容是白居易的新乐府，却又抄有两首元稹的诗歌、一首李季兰的诗歌，以及白居易的《叹旅雁》、《红线毯》和岑参的《招北客词》。这些抄本曾经遭受误会，分别被判作阮秉谦和白居易的别集。
误会的原因，即在于这些文本的著述体式，已超出了古典文献学的文集范畴。
无论是别集还是总集，文学作品一旦经过人为的编辑、修订成定本之后，形制固化，一般都能够起到一个推动流传、防止散佚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相对的。被收录的作品固然是不易散佚，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个负面影响：即哪些作品得以编辑成定本加大传播范围和力度，取决于编者的个人兴趣爱好、人生经历、学识修养等，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未必符合作品在当时社会传播的实际情况。如韦庄的成名之作《秦妇吟》，在唐末名噪一时，却失载于其别集《浣花集》和《全唐诗》。直到敦煌藏经洞的打开，人们才在那些由僧人、普通学仕郎传抄的俗文本中找到了它尘封近千年的身影。关于《秦妇吟》的失载，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云：
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寇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6〕
虽然学者们对韦庄的真实讳因各有己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韦庄讳言此诗，有意防止扩散，才使得其弟韦蔼编《浣花集》时不收入此诗。《秦妇吟》在敦煌存有九个写卷与世无传本的情形，形成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对比。而在越南现存的民间抄本当中，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作品既没有刊刻成集，也不曾见载于越南各种古代书目。这提醒我们，在杂乱无章的俗文本当中，包藏着被定本书籍所掩盖的另一种形式的文学传播史，这段传播史不仅可以填补主流文学作品的传播空白，而且更真实的展现了社会最基层的庶民文化状况。
    由于民间文本常常有不题作品篇名及作者姓名的情况，因而考定作品出处、来源成了整理民间文本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而在目前已有的整理实践中，常常会出现以定本书籍观念，习惯用互著例判定作者的情况。如敦煌伯2567、伯2552拼合残卷所抄诗作均未题作者姓名。残卷卷首所抄，经罗振玉考为李昂的《戚夫人楚舞歌》，其后所接的《题雍正崔明府丹灶》、《睢阳送韦参军还汾上此公元昆任睢阳参军》二诗，也被罗振玉定为李昂之作；《题净眼师房》一诗抄于王昌龄的《长信怨》之后，王重民《补全唐诗》据而收作王昌龄诗；《咏青》一诗因紧接于孟浩然的《寒食卧疾喜李少府见寻》之后，《补全唐诗》收入孟浩然的名下，《吊王将军》一诗抄于陶翰的《古意》之后，《补全唐诗》定为陶翰之作。而据《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一书考证，《咏青》实为荆冬青所作，《吊王将军》应为常建的作品。
    将散见于写卷中相同体裁的作品分类辑录成面貌整饬的作品专集，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敦煌文献整理方式。这种整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为专项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便利。然而，由于此举破坏了敦煌作品“杂抄”的原有流传形态，不仅极大的影响了研究者对其传播方式、文体功能等方面的研究，甚至于还有可能得出某些错误的研究结论。1996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有《敦煌赋汇》一书，此书收录了敦煌写卷当中所有以“赋”名篇的作品，包括敦煌《文选》写卷中的《西京赋》、《啸赋》、《恨赋》等；包括又名为《高兴歌》的《酒赋》；包括敦煌本《王绩集》中收录的三篇赋文。此书的校录者为此提出了“敦煌赋集”的说法，所谓的“敦煌赋集”只是一个今人以敦煌写卷所载作品为来源，按照一定的体例编辑而成的赋集，体现的是今人的辑录原则和目的，与唐人的编选观念无涉。然其校录者不仅将个人辑校的赋集视作唐代敦煌人所编定本赋集的还原，而且还演绎出了四点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唐人选赋标准。
显然，受定本书籍惯有思维模式的局限，忽视民间文本的文献特点，是造成这类谬误的根本原因。
因此，在了解了民间文本的文献特点以后，需要我们在剥离刊本或定本书籍观念影响的前提下，寻找出能够全面如实反映民间文本形式、完整保留其所包孕的历史信息的文献校勘整理方式。
二、敦煌、越南民间文本的口头传播特性
1994年王小盾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一文，此文提出了依传播方式来区分敦煌文学的意见，按照唐代流行的俗讲、转变、说话、唱词文、韵诵、论难、曲子、吟诗八种讲唱伎艺，将敦煌文学分为讲经文、变文、话本、词文、俗赋、论议、曲子辞、诗歌八种体裁。这篇文章在否定了人为学科三分法（诗学、词学、俗文学）的基础上，明确了敦煌文学（至少是主体部分）作为口头文学的重要性质，使文体的概念与事物的本质相吻合。此后王小盾先生又提出并关注敦煌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杂抄现象和兼类现象（一篇作品兼具几类体裁的特征），〔7〕以上论述势必提出了如下问题：既然俗文学具有口头文学的性质，既然民间文本的杂抄和文体兼类是俗文学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口头流传与俗文学书面记录的结果——民间文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下文我们将以敦煌、越南的唐诗抄本为研究个案，从口头文学的立场继续来探讨这一问题。
据《聚奎书院总目册》、《新书院守册》、《内阁书目》、《古学院书籍守册》等越南古代书籍目录，历史上至少有60余种唐人诗文集流传至越南；在越南文人的作品中也经常可以看到有关唐人诗文的评述之语。如范少游《国音词调序》云：“至于正气演歌，写孤臣之幽操；归来度曲，传处士之高风。进酒倾醉客之豪，水潮志渔翁之信。田家杂兴，储光羲之逸韵；春江月夜，张若虚之艳辞。”〔8〕吴时位《艮斋诗集》跋曰：“其荒寒萧瑟如寡妇夜啼，羁人寒起……诗诚工矣，极至李杜元白而已矣。”〔9〕显然，唐诗曾经在越南获得过广泛流传，目前却仅仅有《李太白文集》、《唐诗鼓吹》、《唐诗合选详解》有越南刻本存世。其它诗文集流落到哪里去了呢？现存越南古籍表明：这些作品已经完全改换了面貌，变成存在于民间抄本中的用喃文改译的唐诗，以及用于越南传统曲艺陶娘歌（又名歌筹，亦作“桃娘歌”）表演的汉文唐诗。所谓的喃字是越南的俗文字，关于喃字与汉字的关系及其构造，郑怀德《嘉定城通志》作过描述：“国人皆学中国经籍，间有国音乡语，亦取书中文字声音相近者，随类而旁加之。如金类则旁加金，木则加木，言语则加口之类，仿六书法，或假借、会意、谐声，以相识认。原无本国文字。”〔10〕这说明喃字是汉字与越南俗语、乡语相结合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喃译唐诗是一种与口头传播相关的俗文学作品。
唐诗一旦进入口头文学，便会失去原来的著述体式，而被纳入“杂抄”之体。现存的越南唐诗民间文本多为陶娘歌本。进入到陶娘歌本的唐诗有三种情况：一是保持诗篇原貌的，如孟浩然《春晓》。二是喃译唐诗，在陶娘歌抄本中，汉文唐诗与被称之为“演音”的喃文译作是共同存在的。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是陶娘演唱的经典歌辞。《歌调略记》抄本（AB.456）将《琵琶行》的喃译之作名之为《沙漠并琵琶演音》，并有题下注：“凡读先吟诗一曲方合格。这曲一析中有南有北，而声音翻转，有三四五调方妙。末曲㧴𠱆，今桃娘草草读逆格也。”三是乐工、歌伎按调填词，将唐诗原作加工、拼凑后再配入曲调演唱。这类唐诗曲辞又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在唐诗原作之后另加上若干喃文诗句。试看这首曲辞：
蒲桃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醝酉师　吀渚骚埃唭，此䀡征战[image: image1.png]


 𠊛𠸗尼今　。〔11〕
二是打散原诗的顺序，杂合多种作品进行拼凑。如：
滕王高阁，襟三江而带五湖。临帝子之长洲，秋水共长天一色。彭蠡响穷渔唱晚，衡阳声断雁惊寒。可怜日下望长安，相逢尽他乡之客。回抚凌云而自惜，闲云潭影日悠悠，槛外长江空自流。〔12〕
这首曲辞杂合了王勃的诗歌《滕王阁》及其序言。曲辞首句“滕王高阁”源自诗歌首句“滕王高阁临江渚”，二、三、四句即完全照搬序中辞句。五、六两句“彭蠡响穷渔唱晚，衡阳声断雁惊寒”则化用序文中的“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七、八、九三句也分别取自序文“望长安于日下”、“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等句。曲辞的最后两句则完全套用《滕王阁》的五、八两句。
这种将诗歌拼凑入乐的情况，在唐代亦很常见。任半塘先生《唐声诗》就曾指出：
至盛唐大曲，今日仅传之《水调歌》、《凉州歌》、《伊州歌》、《陆州歌》、《大和》（一作《太和》）数套中，多有借用当时名家之五、七言绝律者，拉杂联缀，不问内容，其中亦有割律为绝之情事在，而被取之原作无不为徒诗。此种或割或续之事，疑多出于当时乐工歌伎之手，但求一时谐声了事，不计其余，遂滋讹舛耳。〔13〕
对于这种为了入乐而增改原诗的现象，越南典籍亦多有所涉，如《歌唱各调》抄本在述及陶娘歌“宫北”曲时云：
此曲且歌且舞，用六八字数，如国音传。歌者随意增损歌之，见后所抄之辞，错舛颇多，意脉类皆不接，文义亦多不通者。〔14〕
以上所述表明，在古代为了表演的需要，而对原诗进行删改、集合、拼凑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样就在民间文本中造成了一批新“版本”、新“异文”，其变异的范围完全超出了古典文献学的惯例。事实上，即使是那些保持了诗篇原貌的作品，也在流传过程中被人不经意的改篡过了。这种被改篡过的文人诗赋作品，在敦煌写本中也有很多。敦煌书手对它们的改篡方法是：往往把不同作者的作品组合为一个诗歌文本，或把不同体裁、不同作者的作品杂抄为一个文本单元。对这些写本加以分析，总能找到口头讲唱的影子。
伯3619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此卷虽然存诗47首，但是却只有44个诗歌单元。其中第18与第19首、第37与第38首、第39与第40首分别合抄在一起，我们选择第37首高适的《九曲词》与第38首周朴《塞上曲》的合抄作具体分析。它们的具体抄写情况为：高适的《九曲词》题有作者，但未有诗题。按，《乐府诗集》卷九十一、《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四收录的《九曲词》共有三首，此卷抄写的是第一首。在此诗后仅空一格，接抄有周朴的《塞上曲》诗歌正文，因而亦未有作者及题署。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将两首诗歌按其抄写状况转录如下(凡原卷未署之作者名和篇名，均加方括号以示区别，以下均同)：
［九曲词］　　　　高适
铁骑横行铁岭西，西看逻娑取封侯。清（青）海只金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　一队风来一队砂，有人行处没人家。阴山入夏仍残雪，溪树经春不见花。
对此，我们认为这两首诗歌的接抄是因为它们曾以歌辞的身份一同流传过。理由如下：其一，这两首诗歌所咏内容相同，有组合在一起歌唱的可能。《乐府诗集》将高适的《九曲词》收入《新乐府辞》，据郭茂倩解题所云，《九曲词》三首是因哥舒翰收复黄河九曲而作，为唐时边塞诗。而周朴的《塞上曲》从内容上看，也是关于黄河九曲的边塞诗。传世文献所载的《塞上曲》最后两句为“黄河九曲冰先合，紫塞三春不见花”，所描写的正是黄河边地的塞上风光。其二，诗题当中的“词”、“曲”表明了它们入乐的身份。《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附录的《声诗集》，依《唐声诗》所理解的“声诗”，著录了高适的《九曲词》。从内容来看，《九曲词》应是配合边地乐曲演唱的声诗。其三，周朴之作与传世文献的记录存在着很大的文本差异，这种差异只有从口头传播的角度才能得到合理解释。书面的传播，特别是定本书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口头传播产生变异的可能性却很大。对于表演者和传播者来说，每一次表演和口传都是一次创作行为，他们为了配合曲调歌唱或满足口头表达的需要，往往会对原作进行改篡。即使是同一位歌手在不同的场合或不同的时间演唱同一首歌，都有可能产生变异。换而言之，此写卷的抄手并非是据定本书籍或传世文献抄录的，而是对口头流传的诗歌所进行的文字记录。《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提供的一些与《塞上曲》文辞相似的诗句，对以上所论可作为旁证。〔2〕如下：
　　　　1.一阵黄风一阵沙，千里万里无人家。四头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马。（《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2.一队风来一队尘，万里迢迢不见人。
　　　　3.一队风来一队香，谁家士女出闺堂。
　　　　4.万里条亭（迢递）不见家，一条黄路绝名（鸣）沙。
其中1为至元十五年（1278）京师流传的童谣，2为敦煌伯3155《浣溪沙》首二句，3为俄藏Дx.2153《曲子浪濠（淘）沙》首二句，4为津艺134背曲子词第十二首的首二句。显然，无论是童谣还是曲子词均是口头流传的作品，而且2、3、4亦同样见于敦煌写卷，它们均折射出了《塞上曲》曾经作为口头文学作品——歌辞的生存状态。
    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造成民间文本所记录的作品异文产生的原因。这些异文正是文学作品经过多次口头传播以后而出现的增益和改篡。相对于定本书籍来说，民间文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文学传播的原生形态，尤其是那些不同体裁作品的杂抄本，更能折射出唐代文人诗作为口语文学流传的俗文学背景。如伯2976号写卷，共抄有唐代各体诗文十篇，其具体篇目如下：
            ［下女夫词］　　　　　
　　　　　　　咒愿新女聟（壻）
［封作丘］　　　　　　　　　　　［高适］
［阙题四首］
五更转
　自蓟北归　　　　　　　　　　　［高适］
　宴别郭校书　　　　　　　　　　［高适］
［詶李别驾］　　　　　　　　　　［高适］
奉赠贺郎诗一首
温泉赋一首　　　　　　　　　　　进士刘瑕
此卷抄有四首高适的诗歌，其中《封作丘》一诗又见于伯3862，《自蓟北归》、《宴别郭校书》、《詶李别驾》三首诗又见于伯2567与伯2552拼合卷。在不同的写卷中，这些诗歌的身份也不尽相同。伯3862是一个高适诗歌选抄卷，伯2567与伯2552的拼合卷是一个以诗人为序抄写的唐诗丛钞卷。在这两种写卷中，高适诗歌的身份比较单纯，似未改文人之作的性质，而伯2976当中的诗歌，却有可能具有超出案头的功能。对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首先，与之合抄的其它作品均有吟诵、讲唱的功能。《下女夫词》与《咒愿新女聟（壻）》是敦煌地区流行的婚礼说唱作品。四首阙题的诗歌按内容组合在一起，而且均不题作者。第一首写景，第二首以“塞外芦花白，庭前柰叶黄”二句相承，末句“兄弟在他乡”与第四首的首句“兄弟不假多”前后呼应，俨然是一组联章说唱辞。第三首是一首诗偈，又见于斯4658《如来身藏论一卷》所引。偈又称“偈颂”和“偈赞”，“是配合梵呗之乐的一种文体，在印度用弦歌叹唱的方式表述，主要用于歌赞佛德。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它首先表现为佛经中与长行相对应的一种翻译文体，然后表现为‘从文以结音’的一种创作文体。它的短篇协韵的形制，原是弦歌叹唱方式的遗迹”。〔15〕《五更转》是一种分时组合的说唱艺术手段，《敦煌歌辞总编》称之为分时定格联章。《奉赠贺郎诗》是一首具有讲唱特性的白话诗，“不知何日办”、“请问阿耶娘”等句显现了这一特性。此卷最后是一篇吟诵体作品——《温泉赋》，此赋又见于伯5037，题《驾行温汤赋》。而高适的诗歌就夹抄在这些以口头手段为传播途径的各体作品之中。这些作品虽然体裁不同、作者不同，可是均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功能——口头传播的功能，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共同功能在写卷所有作品之中具有完整性，那么也就意味着高适的诗歌也曾经与写卷中的其它作品同样用于某种讲唱的场合，同样通过口头的方式得到传播。
其次，作品本身的抄写也可以证明其俗文学的身份。《封丘作》夹抄于《咒愿新女聟（壻）》与四首无题诗之间，未署作者及篇名；《自蓟北归》、《宴别郭校书》虽然连续抄在一起，并有篇题，但是亦未署作者。而《詶李别驾》不但篇题与作者均未署，而且还接抄在《宴别郭校书》之后，仅在起讫处用“「”标志。这表明此诗与前诗被编作一个单元共同流传。这些均意味着它们可能已从作家个人之作转变为未有作家概念的群众文学作品（关于题署问题的详细论证详见下文），表明它们亦可能被按照表演的需要而进行了内容编组。
第三，在敦煌写卷中，高适是所存作品最多的诗人之一，不仅存在着诗歌丛钞本，还存有专门的诗歌选钞本。这说明高适作品曾经广泛的在敦煌地区普通民众当中流传过。而只有具备一定群众基础的作品，才会获得被民间艺人配入乐曲或采入说唱表演的可能。
综上所述，在民间文本中，不管是越南唐诗还是敦煌唐诗，都曾发生过功能的转变，即作家文学作品通过口头传播转变为通俗文学作品。这说明文学的雅俗之分不取于作者的身份和篇章体制，而在于作品的传播方式及其引起的文体功能的变迁。以口头方式传播的作品在文献记录上往往表现出与案头之作不同的特征，民间文本中的接抄、杂抄、异文、作品编组等情形即是作品文体功能发生变化后在书面记录上的体现。
三、民间文本文献特征的文学透视
文本是文学活动的结果，相应地民间文本即是俗文学活动的书面反映。作为口语文学与群众文学的俗文学，由于其传播方式和接受对象不同于经典的作家文学，又由于其记录方式——书写的灵活性，所以在民间文本中保留了许多值得关注的特殊文学现象。我们有必要对其作一番考察。
（一）作品未署作者之名
　　在早期社会，写作（更确切的说法是记录）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神圣的行为，故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分。文学家、文人、作者等都是后起的概念。南朝范晔撰《后汉书》立《文苑传》，文学家才首次在历史典籍中得到集中记载。而别集在汉代的大兴，则表明作家作为独立文化个体的身份得到强化。在作家文学中，作者是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民间文本当中，关于作者的概念却是模糊的，其中一个主要表现就是许多抄手抄写作品时，不署作者之名。
    在敦煌写卷里，那些属于集体创作的典型俗文学作品——讲经文、变文、词文、话本、俗赋、论议等，自然不会署有作者名。但是民间文本所抄写的有作者可考的文人诗，也常有不署作者的情况。如伯2640抄有虞世南《怨歌行》、《五言拟费昶秋夜听捣衣》（作者待考）、梁简文帝《咏雪》、王江乘《相送联句》、李义府《大唐故使持节都督黔思费等十六州诸军事黔州刺史赠左武卫大将军上柱国武水县开国伯常府君之碑》，除了碑文很正式的题作“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兼修国史弘文馆学士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撰”以外，其余的诗歌均未署作者之名。此外伯2687、伯2976、伯2567与伯2552、斯788、俄藏Дx.3871与伯2555正面等众多写卷均有此类情况。
　　作为随意性较大的民间文本，未署作者之名是合乎情理的。如果结合越南文献作综合考察，却可发现这绝非是敦煌写卷独有的简单现象。前文提过的AB.456号抄本《歌调略记》，是中国古诗及其喃文演音、越南曲艺表演理论的合抄本，收录有张继《枫桥夜泊》、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王维《渭城曲》、王翰《凉州词》、贾至《春思》、王安石《夜直》、曹唐《刘晨阮肇游天台》等汉诗，除了卷末的六八体喃歌《南国地舆歌》模糊的题作“安堵阮先生撰”以外，其余所有作品均未署作者名。此外，典藏号为A.2262、AB.170、VNb.15、VNv.198等多种抄本也具有这一文献特征。
　　显然，民间文本的抄手并不注重作者的存在。作者是作家文学的重要要素，而作为口传文学和群众文学的通俗文学，并不存在着独立的创作个体。所以，这种不题作者之名的作法，正是作家文学走向通俗文学、由古雅转变为俗物的又一种书面反映。对此，越南的民间文本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越南的雅俗文学之分在语言上通常表现为汉文与喃文之分。越南民间文本当中，未署作者之名的中国文人作品通常是与喃文讲唱作品合抄在一起。并且，为了符合曲调的自身演唱要求，这些作品往往还要加上若干喃文辞句，才构成一首完整的曲辞。试看下面两首曲辞：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船埃杜𣷷姑苏，姅 𣎀 𦖑㗂钟厨寒山。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氷心在玉壶。洛阳伴固𠳨穷，片孟　    氷心[image: image2.png]


𢭮 𥪝玉壶。
所加的歌辞均为喃文韵文文体——六八体，这进一步表明了它们的俗文学作品的身份。可见抄手忽略作者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有意识的主观行为。而是这些作品在得到书面记录之前，功能已经发生了转化——从文人诗转化为通俗歌辞，在转化过程中就已经失去了原作者名下所含有的身份、地位、学识、仕宦等文人作品的所有规定性内涵。因而在抄手的眼中，或者说对于广大普通民众来说，它们与那些无主的、集体创作的民间作品是毫无二致的。这种现象甚至也出现在传世文献之中，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九《相和歌辞》收录的梁简文帝《煌煌京洛行五解》，卷四十五、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卷五十《清商曲辞》分别收录的梁武帝《团扇郎》、顾况《乌夜啼》、释宝月《估客乐》、梁简文帝《江南弄三首》均未题作者名；卷七十八《杂曲歌辞》、卷九十四和卷九十五《新乐府辞》则分别将李白《舍利弗》、王建《捣衣曲》、元稹《采珠行》等当作无名氏的作品。这应当是郭茂倩采录这些诗作时，它们就通过在民间的流传转变成了无主诗。
（二）托名
　  在作家文学中，托名常常与“作伪”这个词语联系在一起，而俗文学的托名却另有深意。在敦煌众多的文学作品中，王梵志通俗五言诗的写本残卷多达28种，是敦煌俗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1987年陈庆浩《法忍抄本残卷王梵志诗初校》、1989年项楚《王梵志诗论》相继提出：所谓的“王梵志”确有其人，但是“王梵志诗”非一人一时之作，这种看法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换而言之，王梵志诗实际上是许多无名白话诗的集合体，“由于王梵志已经成为了白话诗人的杰出代表，这些不同来源的白话诗便如同江河入大海一样，纷纷归入了王梵志的名下。”〔16〕通俗诗这种出于众手却归于一人名下的情况，从作家文学的角度而言，掩盖了“古本之真”，但是却体现了俗文学集体创作的特点和群众文学的特性。这也表明俗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是一个文学积累的过程——不断出现附益之作，其文化内涵不断获得增殖。
关于王梵志其人，晚唐冯翊子（严子休）《桂苑丛谈·史遗》云：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撤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因收养之。至七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及问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志”；“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义旨，盖菩萨示化也。〔17〕
有学者认为：通俗白话诗的作者之所以选择王梵志来托名，是因为他们“既不属于农民阶级，也不属于统治阶级及其附属的知识阶层，因而不享有这个阶层的地位和立德立言的荣耀。但作为民间传说人物，他们又成为群众意愿的集中代表，并逐渐染上神话色彩。在唐代具有这样一种身分的人，主要是下层僧侣或流于民间的知识分子。杂史小说所载王梵志、寒山等人事迹，恰恰符合这一身分”。 〔18〕以上所述仅仅只代表了托名的一种形式，在敦煌与越南共同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托名，即普通民众的创作托名于统治阶层及其附属的知识阶层的人物，这同样值得注意和思考。
敦煌存有六本《高兴歌》写本，其中有五本将作者托名为“江州刺史刘长卿”； 
而越南则有托名于陈兴道的降笔诗，有托名于阮廌的祭文《祭夜泽祠》，有托名于阮秉谦的谶语喃诗，还有托名于中国官员黄福、高骈的堪舆书。陈兴道原名陈国峻，陈朝宗室，曾两次击败元军，后人在其筑营处立祠奉祀。阮廌为黎朝（1428－1527）开国功臣，爵济文侯,与阮廌同时代的阮梦荀赞他：“黄阁清风玉署仙，经邦华国古无前。一时词翰推文伯，两道军民握政权。白发只闲天下虑，清忠留与子孙传。”〔19〕吴时任《星槎纪行序》则给予了阮秉谦（别号白云居士）崇高的文学地位：“一部《全越诗》，古体不让汉晋，近体不让唐宋元明，戛玉敲金，真可称诗国。就中求其机杼大段，可称诗家蔡吕唐、白云庵诸公，此外茫乎渺矣。”〔20〕这些属于士大夫阶层的人物也成为托名的对象，表明托名并不是“下层僧侣和流于民间的知识分子”的专利，相反，托名是俗文学当中的一种普遍的现象，这是由俗文学的创作特性决定的。托名于士大夫阶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庶民阶层对士大夫阶层的某种文化趋同。
敦煌文学中，还有第三种形式的托名，即文人作品在流传过程中，被附于另一文人名下。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敦煌写卷中屡屡出现的“白侍郎作品”。白居易于大和二年（828）任刑部侍郎，后常以“白侍郎”自称。《全唐诗续拾》卷二十八曾将伯3906与斯619中的“白侍郎”之作收为白居易诗。黄永武先生曾考出《白侍郎㭪（蒲）桃架诗》见于《全唐诗》卷五○二姚合集，但是他依然认定为白居易的作品。〔21〕然而徐俊先生考定出《全唐诗》编者所据为宋史绳祖《学斋占毕》卷四《一字诗不始于东坡》条所引，此诗的作者确为姚合而非白居易。〔22〕可见《全唐诗续拾》将敦煌署名作“白侍郎”的诗歌收入白居易名下的做法值得商榷。也同时提醒我们，在俗文学中，因托名的普遍存在，不能以作家文学的眼光等而视之。那些能够得到托名的人物或因其文学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或者身为广被传颂的重要历史文化名人。他们的名字不单单是诗人、作家身份的指代，而具有文化“品牌”的社会效应。托名之作越多，意味着这种社会效应越大，在作家名字的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意义也就越丰富。
　　（三）同作异名
　　民间文本中同作异名的现象有两种情形：一是在俗文学作品中，相同的作品题目不同；二是民间文本与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同一作品题目不同。
　　敦煌《高兴歌》又名《酒赋》，共载于七个写本之中，即伯2488、2544、2555、2633、3812、4993、斯2049。其中伯2555、3812题作《高兴歌》，伯2488题作《高兴歌·酒赋一本》，伯2633、斯2049、伯2544题作《酒赋》。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同作异名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传抄的不稳定性更是容易导致这种情况，可并非所有的同作异名都是抄手讹误等偶然原因所造成。王昆吾先生通过对《高兴歌》抄写时代以及所合抄作品研究后，指出高兴歌名称的变化，实际反映了它的身份变化。“在流传早期，它以《高兴歌》为名，用作歌辞；嗣后以《高兴歌·酒赋一本》为名，用作说唱、韵诵兼用之辞；尔后抄入歌行集，用为单纯诵辞，此时篇名固定为《酒赋》。”〔23〕换而言之，《高兴歌》名称的变化实际上是因其具有多种艺术功能而造成的。
无独有偶，越南抄本同作异名的情况也比较多见，其中又以第二种情况居多。我们选择李白的《将进酒》作为例子进行研究。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将进酒》为第九曲，原是一支叙饮酒放歌的鼓吹曲辞。李白的这篇作品见于敦煌伯2567与伯2552拼合卷以及伯2544、斯2049等写卷中。伯2567与伯2552拼合卷题署为“惜罇空”，而伯2554、斯2049两卷均无题署。《文苑英华》卷三百三十六收此诗题作“惜空罇酒”，《李太白文集》卷二云“《将进酒》一作《惜空樽酒》”。在越南抄本当中，《将进酒》的题署却另有一番情形。此诗在越南的文人集当中，题名没有变化，仍旧为《将进酒》，但是在歌筹抄本当中，或称之为《进酒曲》（见《歌调略记》AB.456），或称之为《将进酒赋》（见《歌谱》AB.120）。当《将进酒》以《进酒曲》为名之时，它是与白居易《琵琶行》、李贺《浩歌行》配合 “喝呐” 歌调进行表演的，其篇题下还注曰：“其吟调与《琵琶》同”。喝呐是一种歌筹曲调，如果管甲唱则称之河南。当它名为《将进酒赋》时，则与苏轼《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一样，配入“河渭”歌调而表演。所谓“河渭”，“其节属拍跷，句数上六下八，或上七下七，其辞是古曲，其调似今之《练山庄》。”〔12〕显然，喝呐与河渭是两种不同的歌筹曲调，其表演和演唱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这表明《将进酒》的名称变化是与其所配的歌调相联系的，当它名为《进酒曲》时，它则与《浩歌行》、《琵琶行》等作品一样，采用喝呐法而歌；当它名为《将进酒赋》时，它与《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作品一样，采用河渭法而唱。换而言之，《将进酒》名称的变化，是表演形式的不同所造成的。
　　敦煌写卷同作异名的情况还很多，如在伯4994和斯2049拼合卷、伯2544中，刘希夷《白头吟》、高适《燕歌行》、丘为《伤河龛老人》根据作品首句分别改名为《汉家篇》、《落扬（洛阳）篇》、《老人篇》。
王小盾先生从表演的角度对此作了解释，认为这些文人作品均有超出案头的功能。〔24〕这一看法是富于创见的。据伯4994与斯2049拼合卷，跟这些诗歌合抄在一起的作品如下：
王朝（昭）君　　　　　　　　安雅
　　　　　　　古贤集
　　　　　　　落扬（洛阳）篇
　　　　　　　酒赋　　　　　　　　　　　　　
　　　　　　　锦衣篇
　　　　　　　汉家篇　　　　　　　　　　［高适］
　　　　　　［大漠行］　　　
　　　　　　［老人篇］　　　　　　　　　［丘为］
　　　　　　［饮马长城窟行］　　　　　　［王翰］
　　　　　　［惜罇空］　　　　　　　　　［李白］
　　　　　　［阙题］
　　　　　　　老人相问嗟叹诗
　　　　　　［阙题］
　　　　　藏驹（钩）
　　　　　苑中牧马思诗
　　　　　龙门赋　　　　　　　　　　　何（河）南县尉卢竧撰
　　　　　北邙篇
伯2544卷抄有相同的内容。伯2544卷首残缺，残卷首篇《酒赋》缺前十余句，自“百尺松”句始。与伯4994和斯2049拼合卷相比，此卷《酒赋》以后的内容完全相同，而且次序也一致。稍有不同的是，拼合卷末抄有《咒愿文》，而伯2544抄有王羲之《兰亭序》。这两个写卷并不是同一人所抄，徐俊先生认为：“二卷不是派生关系，而是钞自一个共同的母本。敦煌诗卷中，两个写卷所载作品几乎完全相同者甚少，他们的存在，说明敦煌地区确实流传有某些通行的诗歌选集。”〔2〕徐俊先生的看法无误，两个写卷内容相同，也证明了这些不同文体作品的杂抄绝非偶然。联系这些作品的文献特征，我们可以补充：这些“通行的诗歌选集”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文人诗歌选集，而极有可能是在民间艺人之间广泛流传的用作口头表演的底本。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合理解释如下三点：其一，与这些诗歌合抄在一起的作品大多数都未署篇名及作者；其二，有篇名的作品中还包括《酒赋》、《龙门赋》等韵诵作品；其三，整个写卷的性质为不同文体、不同作者的作品丛钞，显然没有一定的编辑体例和选文标准。如果上述观点成立，那么会带来这样一个疑问——将如何解释伯2544卷末抄写的纯书面作品《兰亭序》？这是一篇无韵散文，显然不符合口头表演的要求。对此，写卷本身可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在《北邙篇》之后另空有二行，才开始另抄《兰亭序》，《兰亭序》的字迹有明显摹写王羲之《兰亭序》帖的痕迹。这说明《兰亭序》与前面的内容没有必然和直接的内在联系，二者并不属于同一个内容单元。
所以我们可以说，同作异名是文人作品社会功能转变的产物，即由单纯的案头之作转变为讲唱之作所自然衍生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对此，越南的文献亦可以作为旁证。如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所藏的《唐诗绝句演歌》抄本，抄录了56首用越南俗文学体裁六八体喃译的七言唐诗，其中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被改题为《无题》，羊士谔的《登楼》在某些抄本当中，亦根据其首句“槐柳萧疏遶郡城”题为《槐柳》。而这些演歌正是民间歌筹艺术造就的文人拟作风尚的产物。对于这种特殊文学现象，我们也不能用“错误”一语而一概论之。

以上所述表明，未题作者之名、托名、同作异名等民间文本当中的特殊文献现象，实际上都反映了俗文学作品的流传方式——它们是传播于口耳之间的；反映了俗文学作为集体创作和群众文学的本质——它们没有作家的概念，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获得增益；反映了俗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它们往往具有多种艺术功能，因而具有体裁不固定的特点。
四、结语：俗文本文献学的提出
民间文本诸多超出了古典文献学惯例的文献特征，实际上反映的是口头文本对书面文本的改造。这种改造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即理解为功能的转化──通过改造，把雅文学范畴中的作品，转变成俗文学范畴中的作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作品的著述体式特征，来确认它的功能和它的文化属性：那些按接抄、杂抄方式抄写的作品，那些总是同俗文学文献联合编组的作品，那些发生了重大的文字变异的作品，那些脱漏了篇名和作者名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俗文学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些特点正是俗文本的特点，而俗文学是以俗文本为标志的。也就是说，具有口头传播特质的俗文本，是俗文学作品的忠实载体。
　　《老子》说过：“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俗文本也通过“名”的取舍，对自己作了认定。这种取舍不同于传统古籍，乃表现为作品无定名，作者无定名，喜欢托名。这些特点其实在汉以前十分流行，它们是作家产生之前的著述观念的产物，联系于口头传授而无定本的著述方式。汉以后，作家作为文化个体的身份得到强化，篇名和作者名才成了作品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在俗文本中，不署作者之名的情况仍然非常普遍；即使原有作者可考的诗作，也往往不题作者名，而且改篡篇名。在越南古籍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缘由──未题作者之名的中国文人作品通常是与喃文讲唱作品合抄在一起的。可见作者之被忽略，原因在于作品的功能发生了转化：作品从文人诗转化成了通俗歌辞，作者也在转化过程中失去了由署名所涵括的生平与经历，而消解于一个俗文学方式的创作集体之中。托名其实是这种集体创作习惯的另一种表现：当一群创作者需要某种标志的时候，便产生了托名。
在越南抄本中，我们曾看到一种比较特殊的署名情况。这是一份民间传本，未见于藏各家图书馆。全书72页，原无书名。书中收录了各种民间请神唱词，七言体，用于祭请窖王、阴阳南斗神、镇国三郎、明月判官、水母、雷王、鲁班、五色花娘等神灵。首页原题署“书主邓应荣”，但又有新笔迹涂去“邓应荣”三字，改写为“黄禅并彡”。可见此书曾易主，即原由邓应荣抄写，后由黄禅并彡使用。不过邓、黄二人都不是本书的作者，而只是“书主”，即使用本书的巫师。但作为“书主”，他们拥有唱诵这些请神祭词的权利和义务，因而拥有署名的资格。这样看来，“书主”二字乃反映了一种特殊的著作权观念，即把表演者或讲授者视为口头文本的主人。这使我们懂得，在口头文学世界，写作者的地位是远远不及表演者和传述者的，这也正是《汉书·艺文志》当中出现《齐后氏故》、《齐后氏传》
等书名的缘由。
总之，通过对敦煌写卷、越南汉喃抄本所作的对比研究，我们拟郑重提出“俗文本文献学”的概念。从书写方式的角度看，它可以称作“抄本文献学”；从功能的角度看，它也可以称作“音乐文学文献学”。这一概念代表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方法。其一，它所面对的校勘学几乎没有“定本”意识。每一种写本都是对传播过程中一定的口头文本的记录，每一种异文都反映传播过程中的一种表述。所谓勘误，只能把文本同文本试图表述的内容所比较，而不能仅作异文的比较。因此，它必须放弃对“古本”之真的追求，而去追求作品流传的信息之真。其二，它所面对的目录学将重新审视书籍定名和分类问题，将采用新的方法来确认作者。它将重视一部杂抄文献中作品内容和形式上的关联，而不是作者信息的关联。因为前一种关联可以反映作品的性质，而后一种关联只能说明文本的远源。它将放弃用“互著”的方式考定作者，因为俗文本中作品的联续，不同于传统诗文集中以作者为单位的作品排列。它将尽力改变传统的书名观念，一方面，它充分尊重诸文本的署名，把“同作异名”理解为同样内容的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功能变异——例如把《乐府诗集》中的《将进酒》、敦煌写本中的《惜罇空》、越南歌筹抄本中的《进酒曲》、《将进酒赋》理解为采用不同的歌唱方法或吟诵方法传述的李白作品；另一方面，它不固执原始文本的定名，例如不把按“首章标其目”方式命名的《汉家篇》、《洛阳篇》、《老人篇》回改为《白头吟》、《燕歌行》、《伤河龛老人》。另外，它将尽力改变传统的作者观念，充分尊重创作集体中的每一人——特别是传述者、表演者——的著作权，也尊重托名的方式，只是要谨慎辨别所托之人的彼此关系——例如在《胡笳十八拍》研究中辨明与作品相关联的文学人物蔡琰、琴曲改编者董庭兰、歌辞作者刘商和蔡翼的关系。〔25〕它将改变“别集”、“总集”等观念，而据书籍的本来性质定名为“吟诵作品选集”或“歌辞集”。其三，它所面对的辨伪学将改称为“文本的历史比较研究”。它将重新清算辨伪学的所有成果，抛弃“伪”这一荒唐的判语，对因功能的转变、传述方式的转变、著述习惯的转变而发生的作者作品更名，作逐一分析。它不认为每部作品都只能属于一个时代，相反，它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口头流传然后结集（如同佛经、《书》、《诗》、《论语》的结集），是古代著述的常态。正因为这样，它将致力于这样一项工作：对一部作品中的不同的时代成份作逐层剥离。其四，它所面对的编纂学将尊重底本的自然状态，以抄写单位为单元，而不依现代人的观念割裂作品与文本的联系。在这方面，徐俊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已经建立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此书一反前人将敦煌作品分类辑校成集的做法，采取以写本为单位的叙录加全卷校录的整理体式，各写卷内容的杂抄特征得到了体现，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写卷作为民间文本的形式特点；既校录考订出了符合事实之真的正确文本，又如实的反映了原卷的残缺状况、讹误、异文、有无题署等，得以最大程度的保持原有形态。这些关于敦煌写本校勘整理的实践，也为亟待开展的越南民间抄本的整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参考文献：
〔1〕刘国钧著，郑如斯订补.中国书史简编〔M〕.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20.
〔2〕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M〕.中华书局，2000.16、315、465.
〔3〕（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M〕.开明书店，1936.629.
〔4〕（唐）魏征等.隋书〔M〕.中华书局，1973. 1081.
〔5〕（唐）释道宣.广弘明集〔M〕.四部丛刊本，卷三.
〔6〕（五代）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M〕.中华书局，2002.134.
〔7〕王小盾.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文学和文体研究的前景〔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8〕（越）范少游等.国音词调〔M〕.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所藏AB.595号抄本.
〔9〕（越）郑怀德.艮斋诗集〔M〕.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所藏A.780号抄本.
〔10〕戴可来、杨保筠校注. 岭南摭怪等三种史料〔M〕.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178.
〔11〕（越）佚名.歌调略记〔M〕.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AB.456号抄本.
〔12〕（越）佚名.歌谱〔M〕.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AB.120号抄本.
〔13〕任半塘.唐声诗〔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7.
〔14〕（越）佚名.歌唱各调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所藏AB.414号抄本.
〔15〕王小盾.从敦煌本共住修道故事看唐代佛教诗歌文体的来源〔A〕. 清华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古代汉文学论集〔C〕.中华书局，2005. 216－254.
〔16〕项楚.唐代白话诗派〔J〕.江西社会科学，2004，（2）.
〔17〕（唐）冯翊子.桂苑丛谈〔M〕.扫叶山房，1930.
〔18〕谢思炜.唐代通俗诗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5，（2）.
〔19〕于在照.越南文学史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50.
〔20〕（越）潘辉益.裕庵吟录〔M〕.越南河内汉喃研究院所藏A.603号抄本.
〔21〕黄永武.敦煌的唐诗〔M〕.洪范书店，1987.123－124.
〔22〕徐俊.敦煌P.3597唐诗写卷辑考──兼说“白侍郎”作品的托名问题〔J〕.文献，1995，（3）.
〔23〕王小盾.敦煌《高兴歌》及其文化意蕴〔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3）.
〔24〕王小盾.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J〕.中国社会科学，1994，（3）.
〔24〕王小盾.琴曲歌辞《胡笳十八拍》新考〔J〕.复旦学报，1987，（4）.
（原载《风起云扬——首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10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6期转载）

� 王小盾先生最早总结了敦煌文献与越南汉喃文献的相似性，详细论述参见《从越南俗文学文献看敦煌研究和文体研究的前景》，《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 王小盾、陈义等《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将VNb.3、VHv.1453等抄本著录于别集类中；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将伯2492视作白居易的别集，著录作“白香山诗集”。


� 张锡厚：《关于<敦煌赋集>的几点探索》，《敦煌本唐集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第409-498页。徐俊先生最早对张作当中的“唐集”概念提出有意义的批评意见，详见《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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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诗《全唐诗》失收，在伯2567与伯2552拼合卷中题作《伤河龛老人》。


� 夏露《从<唐诗绝句演歌>看中越文学交流》一文，就将这一现象简单称之为诗题的“错误”，《东南亚纵横》2004年第5期。


� 《齐后氏故》、《齐后氏传》均为汉代的《诗经》学著作。后氏指后苍，齐人辕固的再传弟子。





